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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前欧洲实体乌克兰，因其邻国之一俄罗斯的侵略而在经历的、令人苦闷的困境背景下讨论“福”，看起来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练习。当然，这适用于全世界所经历过的任何困境背景。但是由于这项工作的目的，是将欧洲人对幸福的看法与相应的中国概念结合起来，以冀克服相互间的误解，因此有必要提醒大家，一个概念被抽象出来的背景，对决定其意义至关重要。
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能很轻易看到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·齐泽克（1949-）有关幸福的臭名昭著的说法，听上去是多么的不靠谱：“使我们幸福的不是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而是去梦想它。幸福是给机会主义者的。”；“如果你想保持幸福，那就保持愚蠢。真正的主人永远不会快乐；快乐是奴隶的一种范畴。”的确，当你可以变得有趣的时候，为何要快乐呢？任何如今正经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野蛮行为之人——所有文明的实体和个人都应明确谴责的事情——会发现齐泽克对幸福的解释是“不道德的范畴”，这是一种不协调的东西，只有那些没有经历过深刻困境的人方能承受。
当然，对于幸福的伦理性的意见，都取决于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真正释义。幸福被理解为自私的、愉悦的心理满足，进而有损他人，无论是地球、动物还是人类同胞，都只能是道德上的谴责。然而，正如西方世界理解幸福之方式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，这一概念暴露了复杂和细微的层次，并从一开始就将其置于人性的范式中，而非其它。
与西方所使用的诸多概念一样，我们必须审视其所谓的文明起源，即古希腊，以了解幸福的概念，是如何在其吉利的（auspicious）（开端）以及随后的虚无主义版本中形成。
在优秀的“幸福”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（公元前384-322年）之前，德谟克利特（公元前460-370年）发现了人类的一种特殊处境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他称之为“心灵的状况“，它不一定源于“顺利的命运”或任何外部原因。这意味着幸福（'euthymia'——好心情）可能在西方首次被理解为一种自身的心理状态。
柏拉图（公元前 429-347 年）在《理想国》中把幸福（“eudaimonia”，即以好的方式分配）与公正的生活及延伸到好的城市（“kallipolis”）这些观念联系起来，从而带来了另一个维度。他问的问题是，幸福之人是否是生活在正义之城的人，从而为幸福之本质的伦理性阐释打开了大门。
然而正是亚里士多德，为西方几个世纪的幸福概念定下了基调。他显然超越了对幸福的纯然心理学描述，从根本上将其确定为一种恰当的美德，这是他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中，著名的所阐述的理论。
因此，尽管对亚里士多德而言，幸福是“人类存在的最终目的”，它仍然是“本身可取，绝非为了其它东西”，但它不能与单纯的快乐相混淆。人类不是动物，他们会理性地思考，如果他们的行为按照这种原则并得到很好的执行，那么人类便可以说是享受了“好的生活”，一种有美德的幸福生活。
因此，幸福是以美德为前提的。虽然人们可以在野蛮中获得某种形式的快乐，但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念，幸福则是不可想象的。另一方面友谊成为了幸福之源中的基本美德，就像其它美德那样，如仁慈、公民意识、公正或决断。
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概念中，最根本之处是它建构了一个生活目标，这一目标应优先于次要和短暂的幸福形式。因此，作为当下社会常见特征的“即时满足”的道德观，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是不相容的。
当然，教育是人类去学习如何过上美好生活，和达至幸福的一个重要的改善方式。一个人的确可以学习如何实践美德，成为道德上的好人，以达到幸福的应许之地，这是一种自我教养的形式，由一个人以均衡的方式，理性地进行相应的思考和行动。显而易见，亚里士多德幸福之概念是对美德的实践，这与现今世界上经常被视作幸福的，那种愉快的享乐主义满足毫无关系。
即使是以享乐主义原则而至为著名的伊壁鸠鲁（公元前 341-271 年），实际上也没有主张不惜一切去体验幸福。事实上，情况恰恰相反。我们当然必须借助快乐来避免任何形式的痛苦（无论是身体抑或精神）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沉溺于非必要的快乐，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向对更多快乐的驱动和渴望。只有必要的东西才应被渴望，这正是为了避免产生更大的欲望，最终成为对自我、他人和社会有害的东西（见《致美诺西斯的信》）。
现在，幸福的概念在到达二十一世纪之前的漫长旅程中，在整个中世纪中习得了基督教的观点，正如我们所预计的那样。例如圣托马斯·阿奎那（1225-1274）当然保留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概念，即通过修养、理性和美德的实践，来实现人生的终极目标，进而确定什么行为或行动，在道德上是对或错。
但阿奎那也认为，幸福作为一个目标本身，是凡人所不能掌握的，因为幸福相当于一种与神性的神秘融合。换言之，尽管人类必须以幸福为目标，但他们通过自己永远不会达至完美的幸福。单纯的修养、理性和美德的实践，不足以引领人类走向幸福；人类需要神的帮助，来体验“幸福”的形式。（见《神学大全》）。
在阿奎那的幸福观中起作用的高/下二元论原则，自然也是贯穿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东西，但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并不令人惊讶笛卡尔（1596-1650）对幸福的概念是这样区分的：一种是由有利的物质条件或发生之事引发的心灵愉悦（快乐）（“bonheur”），而另一种是当人类行使其美德和理性，以保持欲望的明智和平衡时，所体验的更高形式的幸福（félicité）。不必多言，幸运之人可以享受物质上的幸福，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可以体验到美德的幸福。与之相反，不那么幸运的人可能在被剥夺了享受物质幸福的手段的同时，却能体验到美德的幸福。（见《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》）。
在界定幸福时,这种物质和美德之间的区别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在与笛卡尔同时代的约翰·洛克（1632-1704）的经验主义中找到。对洛克来说，生活本质上是对幸福的渴望（见《人类理解论》中的“对幸福的追求”），但并非所有的欲望都能被同等珍视。一种幸福来自于满足任何欲望，还有一种“真正的幸福”，是在某种“智识完美”的指导下实现的。“真正的幸福”是人类应通过确保我们只渴望他所言的，事物的“真且内在的善”，而非是通过表面的，或仅是一时的快乐来实现的。
这就是美德规则的作用。因为我们认为快乐的东西可能是主观的，我们满足生活的方式，只是相当于享受我们认为快乐的东西，在此地和当下，狂野而不考虑规则。社会不能以这种方式运作。因此，洛克建议幸福的道德性，必须由我们的行为在我们死后，由神灵来评判这一事实来决定。换言之，是神圣的法则必须决定 "真正幸福"的源头之中，哪些东西是内在的善，哪些则不是。
这种对幸福的物质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区分，是西方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特点，这也影响了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·边沁（1748-1832）。幸福是借助功利主义的视角，根据行为的效果来赋予其价值，听起来似乎只关注物质上的快乐事实上，边沁的“最大幸福原则”的思想，并不亚于一个道德支配，它决定了什么引向幸福的行动是可接受的（见《道德与立法原则概论》中的“幸福是最大的善”）。但并非像洛克那样诉诸于某种神圣的法则，而是一个行动的道德价值，它取决于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幸福的范围。
而幸福是否应该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或所遵循的规则（抑或都是）的问题，则由约翰·斯图尔特·密尔（1806-1873）进一步阐明。道德行动取决于旨在令更多人享受幸福的道德规则。（见功利主义）。
在任何情形下，我们都会寻回这种取决于其美德性质的更高形式的幸福的想法，无论是由修养、神性还是更多的人决定，而且，它被理解为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，其依旧起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传统之中。
也许斯拉沃热·齐泽克指的是幸福的低级形式，它残酷地拒绝了这一概念。即令如此，也有一些背景使这种贬损听起来不负责任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我宁愿提及笛卡尔，他并没有完全拒绝低级形式的幸福，即欢愉（bonheur）的必要性，以确保人类的福祉，在一个困苦和野蛮的时代，它看起来就像前面提到的任何高级形式的幸福一样有其德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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